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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对 20 名调查对象的深度访谈，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探讨了 20 世纪 70 年

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赴日的日本遗孤子女 40 年来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

日本尚未建立起外国移民接纳体制，在支援政策缺失、强大的同化压力等多重社会语境下，日本遗孤

子女度过了动荡的小学和中学时期，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表现出强烈的内心纠葛。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至 90 年代，他们积极调整生存策略，提高学历，积累了必要的人力资本，关于身份认同的内心纠

葛逐渐弱化。2000 年以后，该群体生活趋于安定。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家庭生活环境下，他们不再纠

葛于身份属性，而表现出积极认同中日文化的一面。然而，伴随其子女一代的成长，关于身份和文化

认同，家庭内部也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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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20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change among the children of Japanese war orphans, who immigrated to Japan from China between 

the late 1970s and the early 1980s. In early school years they experienced some turbulence of identity 

crisis, due to lack of policy support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ressure of assimilation from the 

Japanese society. From the late 1980s to the 1990s, they became active in adjusting survival strategies 

through improving education to increase human capital, which diminished their identity crisis gradually. 

Throughout the 2000s they have been enjoying a peaceful life and are no longer entangled by identity-

related issues, meanwhile positively embracing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However, their 

children are growing up and may bring them new challenges caused by the generation gap.

1945 年日本战败，居住在中国的大量日侨被遣返回国。混乱中约 3000 名未满 13 周岁的日本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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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被父母遗弃或送人，留在了中国，他们被称为日本遗孤。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近 3000

名日本遗孤（以下简称“遗孤”）携带子女赴日定居。赴日后，大部分遗孤及其子女又通过连锁移民

的方式带动大量中国人（主要包括遗孤的家庭成员）移民日本。［1］遗孤拥有完全日本人血统，自出

生以后未曾改变过日本国籍，被称为“遗华日侨”。然而，他们的子女（以下简称“遗孤子女”）在

中国出生、成长，拥有中日混合血统，赴日前均为中国国籍。日本“华侨华人事典编集委员会”明

确将遗孤子女定义为新华侨，并在分类上将该群体置于旅日新华侨之首。［2］遗孤子女是日本华侨华

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定义分类上，均在日本华侨华人群体中占有重要位置。

然而，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遗孤子女一直被日本社会和学界所遗忘。2000 年以后，遗孤子

女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该群体的就业和身份认同两个方面。首先，在就业上，

大多数遗孤子女拥有频繁跳槽的经历。尤其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赴日者来说，只要没有考取日本劳

动市场的相关资格证书，他们在中国培养起来的职业技能就不会被认可，因此，该群体被排斥在劳

动市场边缘。［3］由于移民年龄以及旅日时间不同，遗孤子女的生活经历也迥然有异。然而，日本社

会倾向于将遗孤子女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加以区分。［4］孔风兰将遗孤子女分为“国费移民”与“自费

移民”两种，并指出两类人群在求职、工作经历、劳动环境上均存在较大差别，“自费移民”明显处

于劣势。［5］其次，在身份认同上，大久保明男认为，遗孤子女“尽量向纯粹的日本人或纯粹的中国

人靠拢，同时又坚持不被两者完全同化”。［6］大桥春美指出，遗孤子女是一种“既非中国人又非日本

人的模糊存在”。［7］张岚认为，遗孤子女在身份认同上已经超越了“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这种二选

一的局限，他们不再纠结于国籍，而是正在构建更加丰富的、多面性的身份认同。［8］

以上研究均以遗孤子女处于某一时间节点的生活状态为焦点，并未对该群体的生活史进行纵向

分析。关于遗孤子女的旅日生活，在遗孤研究领域“虽然有零星的信息，但是他们的整体情况并不清

楚，与大量的遗孤研究形成鲜明对比”。［9］其中，有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赴日者的

研究更是寥寥无几。［10］另一方面，大部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都将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赴日者——留学

生、劳务研修生、高技能劳工、日本人配偶、高端人才（IT 技术人员等）和富人阶层等群体作为研究

对象，［11］而遗孤子女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赴日定居的中国移民，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却一直未受

到关注。基于以上学术史梳理可知，遗孤子女在遗孤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均被双重边缘化了。

遗孤子女拥有怎样的移民经历？定居日本后经历了怎样的社会融入过程？身份认同又是如何变

化的？这些学术问题仍处于十分模糊的状态。有鉴于此，本文以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

赴日定居者为例，运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通过对其移民、转学（入学）、升学、就业、结婚、育

儿、职位晋升等主要生命事件的分析，阐明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 40 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过程。

一、遗孤家庭移居日本概况

1945 年日本战败后，在中国的日侨遣返工作持续至 1958 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遗孤未能

成为遣返对象。1959 年，日本政府颁布《未归还者特别措置法》，实施“战时死亡制度”，宣布遗孤

已在战争中死亡，并抹消了他们原有的户籍。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遗孤回国带来转机，然而，

日本政府将遗孤回国视为个人层面的问题，［12］截至 1981 年，仅有少数遗孤回到日本。

1981 年，日本政府开始组织遗孤“访日调查”，正式为遗孤回国提供官方援助。然而，相关入境

政策仅适用于身份判明（即已找到日本亲属）且回国已征得日本亲属同意的遗孤。截至 1986 年，458

名身份判明的遗孤回国定居。日本人未曾想到曾经的战争受害国会将加害国的子女抚养成人。加之

这些遗孤早已被日本政府宣布死亡，他们的到来出乎日本社会所料，日本政府未能及时制定相应的

接纳措施。根据日本文部省教育助成局统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近 1800 名遗孤

子女陪同父母移民日本。［13］移民时他们未满 16 周岁，大多数人处于接受中小学教育阶段。日本学界

指出，1986 年以前赴日定居的遗孤子女，是战后日本社会迎来的第一波大规模的外国移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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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日本政府实施身份保证人制度，自 1986 年起该制度得以有效落实，身份未判明的遗孤

也可以回国定居。然而，虽已判明身份但回国未征得日本亲属同意者仍然不能满足回国条件。1989

年，政府实施特别身份保证人制度，意在寻找身份保证人来替代亲属行使应有的职责，然而，几乎

无人愿意充当亲属角色。1993 年 12 月，特别身份保证人制度得以改善，遭受日本亲属反对的遗孤也

有资格回国定居。由于入境政策逐步缓和，1987—1993 年，有 1322 名遗孤回国。然而，按照入境政

策，遗孤回国时仅可携带配偶和未满 20 周岁的子女。成年子女A不但无法享受日本政府的援助，而

且先前赴日的遗孤如果未实现经济独立，成年子女便不能移民日本。据推算，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

期至90年代初，有近2200名遗孤子女陪同父母赴日定居。［15］这些子女移民时处于17岁至20岁之间，

正在接受高中、大学教育，或者刚入职不久。

1994年，日本政府颁布《有关促进遗华日侨顺利回国及回国定居后的自立支援之法律》。B此后，

凡是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遗孤者均可回国。自 1994 年起，约有 770 名遗孤回国定居。如前所述，受入

境政策限制，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有近 6000 名成年子女以遗孤家属身份自费赴日定居，大多数

人移民时处于 20 岁至 30 岁之间。概观遗孤家庭的整体移民状况，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2020 年，

已有 2818 人被认定为遗孤，其中 2557 名遗孤及近 1 万名遗孤子女已定居日本。［16］由于本文以 20 世

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移民日本的遗孤子女为研究对象，在后文中如无特殊说明，遗孤子女

特指 1986 年以前赴日定居者。

二、理论框架与调研数据

（一）生命历程理论
本文的理论框架是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有四要素：时空位置（历史文化、制度、政策

等）、相互关联的人生（社会关系）、个体能动性和时机。生命历程理论的本质问题是时机问题，也就

是对社会时间、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相互作用的理解问题。［17］社会时间指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的

变动，例如社会变革、经济变化以及政策、法律的变更等；个体时间指个体的生命事件时间；家庭时

间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的位置变化及角色转变过程。首先，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同时密切进行。具

体地说，“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命历程，以及作为集体的家庭的时间密切相关”。［18］

尤其是当遇到重大事件（例如本文中的跨境移民）时，个体行为与家庭需要紧密相连，体现于家庭

策略之中。其次，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会受到社会时间的影响。同时，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又通过

家庭时间链接起来。除时机外，状态的持续时间和生命事件的顺序也是生命历程理论的关键概念。

在研究以家庭为单位的跨境移民时，多重时间同时进行的视角尤为重要。然而，目前有关遗孤

子女的研究均忽视了时间概念。从宏观层面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日本政府频繁更改入境政策，与

此同时，中日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遗孤子女及其父母正是在此宏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选择赴日定

居。在微观层面上，遗孤子女及其父母赴日后面临各自的社会融入问题。换言之，两代人的个体时

间同时进行。然而，他们的个体时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作用，其表现形式便是家庭策略的变

化。同时，遗孤子女的个体能动性与家庭策略的强弱、生命事件的顺序以及每个生活阶段的持续时

间又深受入境政策和社会情境的影响。

（二）调研数据
本文的分析基于对 18 名遗孤子女和 2 名中学教师的深度访谈数据。首先，在调研对象选择问题

上，本文之所以将居住在日本首都圈的遗孤子女作为访谈对象，主要基于两个理由。其一，首都圈

居住人数众多，研究具有代表性。虽然遗孤子女在旅日初期分布于日本各地，但是为了享受都市资

A	2022 年 4 月 1 日以前，在日本满 20 周岁为成年。

B	日语为《中国残留邦人等の円滑な帰国の促進及び永住帰国後の自立の支援に関す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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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年后大部分已迁移至首都圈。其二，首都圈拥有多个与遗孤相关的半官方性组织机构，有利

于系统性地调研和数据回收。其次，鉴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时为了使访谈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

说服力，笔者分四步进行调研，具体经过如下：第一步，笔者向位于首都圈的4个遗孤组织机构发出

协助调查的请求。征得同意后，于 2015 年 4 月至 12 月对 4 个机构的 77 名遗孤实施了深度访谈。第

二步，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笔者对遗孤访谈对象的子女（定居日本者共计 199 名）实施了

问卷调查，回收 89 份（有效回收率 44.72%），其中包含 1986 年以前赴日者（本文研究对象）18 份。

主要调查项目包括家庭成员移民前的生活状态、移民选择、移民后的生活经历等。第三步，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笔者对 89 名问卷回答者实施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除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外，

还包括移民后的“归属意识”、“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关系”、“偏见与歧视”等问题。第四步，2017

年 7 月对曾经教过遗孤子女的 2 名日本中学教师进行了访谈。

表 1 显示了 18 名遗孤子女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截至 2020 年 12 月，访谈对象的年龄介于 44

岁至 56 岁之间，其中 15 人于 1966—1976 年间出生，出生年份相差幅度不大。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

期至 80 年代前期赴日定居时，大部分人处于接受小学或中学教育阶段。此外，山田（化名）曾是东

京都内的一名中学教师，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他教过 100 余名遗孤子女。田中（化名）

同样曾是东京都内某一中学的教师，1984 年她曾与就读于该中学的 17 名遗孤子女面谈，并将谈话记

录和感想写入日记。本文将引用田中日记的部分内容。

表 1  18 名遗孤子女访谈对象基本资料 

序号
（No.）

性别
出生年份
（年龄）

赴日前的
生活状态

赴日年份
（年龄）

转学年级
旅日学历 

（毕业年份：年龄）
第一份

正式职业
现职

1 女 1964（56） 中学 2 年级 1978（14） 中学 1 年级 技校（1983：19） 美容师 企业管理

2 女 1970（50） 小学 2 年级 1978（8） 小学 1 年级 硕士（1997：27） 教师 教师

3 女 1965（55） 小学 6 年级 1979（14） 小学 5 年级 技校（1988：23） 美容师 家庭主妇

4 女 1969（51） 小学 4 年级 1979（10） 小学 4 年级 高中（1988：19） 邮局职员 邮局课长

5 男 1968（52） 小学 4 年级 1979（11） 小学 4 年级 本科（1994：26） 公务员 公务员

6 男 1972（48） 小学 1 年级 1979（7） 小学 1 年级 高中（1992：20） 电器店员 电器店主

7 女 1966（54） 中学 2 年级 1980（14） 中学 1 年级 本科（1990：24） 企业职员 公务员

8 男 1972（48） 小学 2 年级 1980（8） 小学 1 年级 本科（1996：23） 企业职员 企业管理

9 男 1975（45） 学龄前 1980（5） 直接入学 本科（1997：22） 企业职员 企业管理

10 女 1966（54） 中学 3 年级 1981（15） 中学 2 年级 本科（1991：25） 企业职员 企业主

11 女 1976（44） 学龄前 1981（5） 直接入学 本科（2002：26） 企业职员 兼职

12 男 1964（56） 高中毕业 1982（17） 高中 1 年级 硕士（1995：31） 企业职员 企业主

13 男 1967（53） 中学 3 年级 1983（16） 直接工作 无 工人 工人

14 女 1969（51） 小学 5 年级 1983（14） 小学 5 年级 高中（1993：24） 兼职 餐饮店主

15 女 1969（51） 中学 3 年级 1986（16） 中学 2 年级 高中（1991：22） 企业职员 兼职

16 男 1970（50） 中学 3 年级 1986（16） 中学 2 年级 本科（1995：25） 企业职员 餐饮店主

17 男 1972（48） 中学 1 年级 1986（14） 中学 1 年级
中学辍学

（1988：16）
工人 餐饮店主

18 女 1975（45） 小学 4 年级 1986（11） 小学 4 年级
短期大学

（1996：21）
兼职 专职翻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具体调研情况制作。

注：统计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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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遗孤子女融入日本社会的五个阶段

本文根据年龄与实际生活状态，将遗孤子女的旅日生活史分为“激荡的小学与中学时期”、“中学

毕业后的人生选择”、“就业与组建家庭”、“职业发展与育儿”和“开启新的生活”五个阶段。在不同

的生活阶段，该群体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状况存在明显差异。

（一）激荡的小学与中学时期
如表 1 所示，访谈对象 No.14 于 1983 年（14 岁）跟随父母移民至日本，1993 年（24 岁）高中

毕业。她在高中毕业典礼的答谢辞中这样写道：“回顾自己走过的这十年，痛苦的事情多得数不清楚。

苦恼过，也哭泣过。我曾想将所有的回忆付诸流水，而现实却是一件也忘不掉。”［19］她为何想要忘

记过去？所经历的“痛苦的事情”又指什么？以下结合访谈对象的经历，从家庭和学校生活两个方

面阐明遗孤子女旅日初期的社会融入状况。

在家庭生活方面，遗孤（父母）因语言不通、年龄偏高等因素面临就业难问题。据《朝日新

闻》报道，1985 年以前约 300 多个遗孤家庭定居日本，其中九成以上不得已接受政府提供的“生活

保护”A救济而放弃就业。［20］移民后，遗孤子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均陷入极度贫瘠状态。1981 年，

No.11 跟随父母赴日定居。据她回忆：“80 年代的家庭生活异常贫穷，全家人吃不饱饭，房子也极其

简陋，没有浴室。”［21］1986 年，14 岁的 No.17 赴日后转入当地中学一年级，据他回忆，当时有数十

名遗孤子女在该校就读，他们因买不起体操服而借用日本学生淘汰的旧衣。更甚者没钱买饭，靠盗

取学校附近菜地的萝卜充饥，［22］而此时的日本主流社会早已实现全民小康。在就业困难和生活贫困

的双重压力下，父母吵架成为家常便饭。中学教师山田回忆：“父母因被解雇或者受到周围人的歧视

而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在这种环境下许多孩子精神错乱，在日本社会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23］

“进入日本学校并非新生活的开端，而是噩梦的开始”。［24］这是关于遗孤子女学校生活的真实写

照。1978 年，14 岁的 No.1 是一名初二学生，同年跟随父母赴日定居，三个月后，在语言完全不通的

情况下，她转入当地中学一年级。关于入学当天的情形，她这样回忆道：

校长说中国的教学质量比日本差，让我从初一开始重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

击，当时不理解校长为什么会瞧不起中国的教育，况且我也过了上初一的年龄。那个时候

日本完全不是共生社会，校长说在学校最好使用日本名字，说完就随便给我起了一个日本

名字。我在无奈中开始了日本的学校生活。［25］

实际上，结合当时中日两国的社会语境不难理解上述现象。首先，“文革”期间中国的学校教育

秩序紊乱，遗孤子女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便移民日本，与同年级日本学生相比，其学力自然低下。

因此，“从中国来的孩子转入日本的学校后几乎均被降级”。［26］然而，此时遗孤子女正处于敏感的年

龄阶段，当他们被告知学习能力不足时，如同 No.1 一样，不免自尊心受到伤害。其次，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社会的包容度低下，教育系统尤其注重学生的同一性。遗孤子女作为战后日本迎来的第

一波大规模外国移民，无论是否已加入日本国籍，均被要求改名换姓，形式上与日本学生保持一致。

根据中学教师田中的日记可知，1984 年，在该校就读的 17 名遗孤子女中 12 人依然保留中国国籍，

然而仅有 2 人使用中国名字。与此同时，学校将日本学生的言谈举止作为遗孤子女的学习标准，而

视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为“恶习”，并加以“纠正”与“指导”。本文的访谈对象均有被班

主任“指导”的经历。教师田中在日记中这样描述遗孤子女所处的教育环境：

A	“生活保护”：日本政府面向生活贫困家庭实施的一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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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勉曾说，每个人有不同的“球根”，让各式各样的“花朵”绽放乃教育界之工作。

然而，当今学校禁止开出不同的花，他们认为必须在学校绽放同一种颜色、同一种形状的

花朵。如此气氛愈发高涨，并且以此来评价教师的能力。［27］

再次，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日本社会的外国人接纳体制尚未建立，遗孤子女转入当

地的中小学后未能受到特殊的教育援助。根据日本文部省教育助成局的调查统计，截至 1985 年，约

90％的遗孤子女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进入当地学校，而这些学校均未单独开设日语辅导课程。［28］此

外，20 世纪 80 年代的前期，日本社会迎来了中小学生“校园欺凌”高峰，“暴走族”的人数也达到

历年来最高值，青少年的不良行为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29］在此社会背景下，遗孤子女由于来自

经济落后的中国，加之语言不通，成为日本学生的首要攻击对象。访谈对象均表示，严重的歧视与

校园欺凌经历贯穿于整个中小学时期。No.11 上小学时因经常被同学殴打而一度失语甚至失忆。家庭

生活贫困、语言不通、学力低下、遭受歧视及校园欺凌等经历，使得遗孤子女陷入孤立无援的窘境。

教师山田这样描述遗孤子女的学校生活：

他们的精神负担很重。有的孩子不愿意走进教室，于是躲在厕所里等待放学，他们在

厕所的墙壁上写满中国的诗歌、思念家乡的词语以及痛恨日本的话。也有的孩子不习惯跟

日本学生在一起上课，于是偷跑出学校，然而又无处可去，只能利用月票在公交车上坐一

整天。有的人因无法适应日本社会，返回了中国。也有的人没能很好地从学校过渡到社会

生活而染指犯罪。更令人痛心的是，我有几个学生因为不适应日本生活，结束了自己年轻

的生命。［30］

移民后不久，遗孤子女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表现出强烈的内心纠葛。首先是关于身份认同，当

他们得不到日本社会认可时便开始追问“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问题。［31］其次是在文化认同上，在

日本社会强大的同化压力下，他们逐渐感到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低人一等”。如前所述，这与学校的“纠正”和“指导”密切相关。

（二）中学毕业后的人生选择
遗孤子女在日语理解能力与学力不足的情况下，被要求以与日本学生完全相同的条件参加中考，其

升学率可想而知。例如，1984年东京某一中学有15名遗孤子女参加中考，考入普通高中者仅4名。［32］

与之相比，当时 95％以上的日本初中毕业生均能升入高中。［33］关于遗孤子女中学毕业前夕的情形，

教师山田这样回忆：

很多学生哭着问我“自己到底有没有未来”。实际上，在东京都立高中单独开设招生窗

口以前，对来到日本还没几年的学生来说，上普通高中这条路是被堵死的。我深切感受到

学生对前途抱有很大的焦虑和失落感。［34］

1985 年 2 月，东京律师联合会向东京都教委提出申请，要求为遗孤子女单独设立高中招生窗口，

同年 3 月，东京都教委受理此申请。［35］1986 年，东京都教委面向遗孤子女考生，在全国率先施行

高中特殊招生制度，两所示范点高中在 55 名考生中择优录取了 30 名学生。［36］然而，该招生制度为

时过晚，大部分遗孤子女在该制度实施前已经完成了中学学业。中学毕业后，一部分人（例如 No.1、

No.3）进入技校学习特殊技能；而更多的人（例如 No.7、No.10、No.12、No.14、No.15）为了在中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日本社会立足，选择在工作之余进入招生门槛较低的夜间高中和大学继续深造。因

此，如表 1 所示，这部分人在完成最终学业时的年龄普遍偏高。1982 年 No.10 中学毕业后，经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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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介绍进入一家汽车零部件加工厂打工，下班后去夜间高中上课，1986 年 20 岁时取得夜间高中学

历，成为工厂的正式职员。1988 年她报考夜间大学，因备考不足而落榜。一年后继续报考并被录取，

1991 年 25 岁时获得两年制夜间大学学历，并晋升为工厂事务所的文职人员。

移民时年龄较小的遗孤子女（例如 No.2、No.4、No.5、No.6、No.8、No.9、No.11、No.18）较快

地克服了语言和学力障碍，考入普通高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虽然遗孤子女已定居日本多年，

但是其家庭经济条件并未得到改善。根据 1992 年《朝日新闻》对就读于东京普通高中的遗孤子女的

调研可知，每三人当中便有一人受家庭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中途辍学。［37］高中毕业前夕，是否要进

入全日制大学深造，成为遗孤子女面临的最大抉择。No.4 在读高中期间成绩优异，虽然她期望进入

大学学习，然而“父母没有正式工作，考虑到费用问题，最终还是放弃了高考”。［38］为了早日立足

于日本社会，No.4 在 1988 年（19 岁）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并被邮政系统录用。如同 No.4 所述，

她“并非想成为邮局职员，而是在所有的公务员考试中邮政系统的录取率更高一些”。［39］换言之，

为了尽快在日本建立生活基础，遗孤子女积极调整生存策略，发挥个体能动性。又如，1986 年 18 岁

的 No.5 考取某国立大学，但是在“优先经济、其次学业”的原则下，他放弃升学机会而选择了工厂

劳动。1992 年 No.5 经济自立后考入某夜间大学，继续深造。对于遗孤子女来说，“提高学历是早日立

足于日本社会的有效方法之一”。［40］

初中毕业后，遗孤子女关于“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逐渐减弱。然而，为了追求日

本主流社会的认可，该群体依然刻意抵触中国的语言、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

该现象与其父母一代截然相反。因此，在家庭外部，遗孤子女尽量避免与中国元素相关的事物接

触——如不与父母一起出门、不去中餐馆、不与其他华侨华人交往等。

（三）就业与组建家庭
20 世纪 90 年代是遗孤子女融入日本社会的关键时期，具体可从就业和结婚两个主要生命事件来

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现象，劳动力紧缺。即使未持有普通

高中或大学学历者，他们也能顺利参与至劳动力市场。如 1988 年 No.3 于美容技校毕业后进入一家

美容院，成为一名正式的美容师。又如 1983 年 No.13 移民日本后未能考入当地高中而进入食品加工

厂打工，1987 年 20 岁时他已熟练掌握日语，并成为该厂的正式员工。与之相比，大学以上学历者虽

然在毕业前夕遭逢“平成萧条”，但是他们精通中日语言文化，对他们而言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并非 

难事。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大部分遗孤子女已经达到结婚年龄，开始组建新的家庭。结婚前他们并

不看重交往对象的国籍，然而为了避免父母（遗孤）与结婚对象存在交流障碍，他们（例如 No.1、

No.9、No.13、No.16、No.18）一般通过父母、亲戚或朋友的介绍，在旅日华侨华人当中或直接赴中国

寻找人生伴侣。虽然一部分人拥有与日本人交往的经历，也有少数人选择与日本人结婚，但是在论

及婚嫁时他们往往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例如 No.4 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同学确定恋爱关系，然而她的

父亲以“与日本人无法交流”为由迫使 No.4 与恋人分手。［41］最终，No.4 在父母的介绍与期待下，与

同为遗孤子女的 No.5 结婚。又如 1992 年 23 岁的 No.15 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与日本人交往，对方是

汽车制造厂的正式员工，对方父母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1993 年当两人决定结婚时，却遭到对方父

母的强烈反对，反对理由是“双方家庭地位相差悬殊”。［42］

遗孤子女在就业和择偶时均会考虑或意识到自我身份。然而，伴随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和影

响力的提升以及遗孤子女的就业、建立家庭等生命事件的发生，他们对中国语言文化以及中国出身

的自卑感降低，“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继续弱化。与此同时，逐渐培养起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感。

（四）职业发展与育儿
2000 年以后，遗孤子女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和人力资本，职业生涯稳步发展。例如，No.8 于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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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3 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房地产公司，2009 年（36 岁）升任该公司的销售部长。又如 1995 年

No.16 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大型商社的职员，2006 年（36 岁）辞职后开始创业。如表 1 所示，大部

分女性婚后并未选择做专业主妇，她们在育儿的同时坚持工作。与持有高中或大学学历者相比，移

民日本或初中毕业后不久便参加工作的遗孤子女，虽然长期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职业

生活稳定。例如，No.13 婚后一直在食品加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虽然辛苦，但是收入颇高。

在该阶段，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首先，在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问题上，遗

孤子女使用中文与父母对话，而用日语跟子女交流。截至 2020 年 12 月，所有访谈对象的子女均不会

讲中文。之所以造成此种现象，原因之一是子女对中文学习不感兴趣。No.4 曾尝试教授过子女中文，

但是考虑到“孩子本人不学，讲再多也没用”而中途放弃。［43］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遗孤子女担心其

子女因会说中文而遭受校园欺凌和歧视，遂主动放弃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如前所述，遗孤子女

遭受过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因此在育儿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属性意识尤为强烈。例如，No.1 表示

“不希望子女经历与父辈同样的遭遇，所以决定跟他们只讲日语”。［44］2002 年，No.14 将 6 岁的儿子

送入音乐补习班，“如果孩子因出身而遭到歧视，希望他能用音乐排解烦恼”。［45］No.15 在育儿方面则

“比日本人更加注重孩子的教养问题”。［46］

其次，在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上，父母（遗孤）期望孙辈学习中国文化，主张遗孤子女对下一

代做好传承教育。然而，孙辈不仅对中文不感兴趣，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也与遗孤划清界限。例如，

关于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No.1、No.4、No.15 的子女经常提及“自己是日本人，祖父母是中国人”，［47］

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加以排斥。遗孤子女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左右为难，他们对于子女疏远中国文化而

感到无奈。尽管如此，在该时期遗孤子女关于中日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逐渐消失。他们在移

民日本后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终于实现生活稳定。

（五）开启新的生活
自 2010 年起，遗孤子女进入新的生活阶段，大部分人实现了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较好地融入

日本社会。例如，2012 年 No.4 在 43 岁时晋升为邮局课长，No.1 也于 2013 年（49 岁）进入企业管理

阶层。2008 年，No.14 开始自营餐馆，No.8 也于 2009 年（37 岁）与朋友合伙成立房地产公司。No.12

于 2010 年（46 岁）晋升为某企业集团的子公司经理，2014 年辞职后创办老年人照料服务机构。一部

分低学历者也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跨越。例如，No.17 的姐姐移民日本后不久便进入工厂劳动，婚后在

工作和育儿的同时学习了“整体”A技能，2011 年开办了一家“整体院”。2017 年，No.17 也从一名工

人转身为餐饮店主。

处于新的生活阶段，遗孤子女对自身的中日混合血统抱有自豪感，同时对中日两国的语言文化

有强烈的认同感。然而，2010 年以后，当中日关系急剧紧张时，遗孤子女关于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

再次显化。他们在日本生活近 40 年，大多数人为了生活方便已加入日本国籍。不过他们并不完全

认同日本人或华侨华人身份，而是主张自己为“在中国出生而思考与行为方式已被日本化的遗孤子

女”，［48］强调其身份属性带有特殊的历史含义。具体的行为表现是对家族史的传承。访谈对象均表

示，他们已将家族史，尤其是移民日本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了下一代。他们告诫子女要做好自身并非

纯粹日本人的思想准备，同时希望子女能以拥有中日混合血统为荣。如 No.12 和 No.14 所述，当他们

当年决心作为日本人生存时，却被日本社会贴上中国人标签，受尽歧视，内心充满了纠葛。［49］他们

认为有必要将家族史告知子女一代，以免子女重蹈覆辙。

四、结语

本文运用生命历程理论框架，通过对其移民、转学（入学）、升学、就业、结婚、育儿、职位晋

A	指日式推拿、按摩或正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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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主要生命事件的分析，详细阐明了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 40 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日两国在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在该时代背景下，

遗孤思乡心切，怀着“回日本过好日子”的想法携带子女赴日定居。［50］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

本社会，尚未建立起外国移民接纳体制，未对遗孤子女提供相应的教育和生活援助。支援政策缺失、

语言不通、学力低下、强大的社会同化压力、“校园欺凌”等多重境遇，使得遗孤子女陷入孤立无援

的困境，同时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内心纠葛。然而，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遗孤子女

积极调整生存策略，不断积累必要的人力资本，“自己到底是哪国人”的内心纠葛也逐渐弱化。面对

日本主流社会的同化压力，他们不得已表现出继续抵触中国语言文化的一面，这也是他们的生存策

略之一。2000 年以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此同时，遗孤子女在日本建

立起生活基础，生活趋于安定，有关中日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内心冲突也随之减弱。随着子女一代的

成长，在家庭内部，身份和文化认同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家庭环境下，遗孤子

女积极认同中日两国文化，尊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同时强调其拥有中日混合血统的自身

属性。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两点。首先，本文阐明了遗孤子女在日本长达 40 多年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

同动态，是一个特殊华侨华人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如开篇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

移民至日本的遗孤子女这一群体为国内外学界所忽视。本文通过分析社会时间（中日社会语境）、遗

孤子女的个体时间和家庭时间的相互作用，尤其详细阐明了遗孤子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的生活

史，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其次，本文也是一篇有关外国移民的旅日教育史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日本的外国移民中小学教育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51］本文的研究对象作为战后日本迎

来的第一波大规模外国移民，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他们在特定的年龄阶段遭逢了特定

的社会事件（强烈的社会同化压力、“校园欺凌”、高中升学难、“泡沫经济”等）。外国移民的这段特

殊的旅日教育经历不应被埋没。本文亦为国内外的移民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以及日本教育社会学领

域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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